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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政治传播研究方法:以理论为导向的实证研究

卢春龙　 马玉宁

摘　 要:政治传播作为政治学与传播学交叉融合发展的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过
去 20 多年在我国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反思政治传播研究的现状,依然存在由于方法稀缺而

导致的研究供给不足的困境。 通过梳理四种风格迥异的研究方法:调查研究、实验研究、基
于二手数据的整合分析、内容分析,以及微观层次的具体研究技术与操作方法,进而倡导一

种多元化的、立足中国国情的、以理论研究为导向的实证研究范式,同时在中国的场景之

下,政治传播实证研究务必保持对于理论建构追求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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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传播作为政治学与传播学交叉融合发展的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过去 20 多年在我国

得到了长足发展。 当前,有关政治传播的研究正在蓬勃开展,诸多论文在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上持

续发表,专业性的学术会议每年也在定期召开。 作为交叉学科发展的标志之一———国内众多重点大

学也启动了高层次政治传播人才培养。 其中,如中国传媒大学、中山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或
在政治学,或在传播学设立政治传播研究方向,选拔优秀的研究生进行系统化专业训练。 值得一提

的是,中国政法大学在 2016 年更是在全国率先建立了政治传播学二级学科博士点。 诚然,政治传播

的学科建设带有浓厚的制度化痕迹,但政治传播研究在中国确实有着广泛的应用基础,无论是一些

研究人员所言的“在中国所有的传播,都带有政治传播的性质” ,还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新闻舆

论工作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党媒必须姓党、听党指挥,坚持党性和人民

性相统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当代中国价值观念[1] 。
尽管政治传播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但这并不代表着学科自身的内在成熟性。 政治传播这一场

域大多由传播学者跨界来进行研究,也有部分政治学者反向跨界而进入其中,所使用的理论工具和

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受国际学术界的影响甚深,立足中国本土的、政治学与传播学交叉融合的方法与

路径则较为稀缺。 这就形成了一方面对高质量政治传播研究成果的普遍性需求,另一方面由于方法

稀缺而导致的研究供给不足的困境。
正是鉴于上述困境的存在,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政治传播研究领域的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梳理和

借鉴国内外政治传播研究方法,进而倡导一种多元化的、立足中国国情的、以理论研究为导向的实证

研究范式。 笔者特别强调,在中国的场景之下,政治传播实证研究必须保持对于理论建构追求的敏

感性。

一、调查研究

政治传播在西方学术界的兴起得益于政治竞选活动的普遍开展。 政治家们为了在多种类型的

竞选中获得胜利,特别需要政治传播研究人员所提供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来帮助他们决策。 何种传播

策略是最有效的,能够最大化竞选的传播效用,也就是说能够转化为更多的选票,这是政治传播研究



在西方政治生活中最直接的应用。 出于这一目的,调查研究在西方政治传播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

应用。
政治传播学者运用调查研究方法对选民的政治态度以及投票倾向进行研究,侧重分析候选人的

竞选策略和投票行为之间的关联,哪些因素会影响普通民众的投票倾向与行为,媒介使用是如何改

变普通民众的政治态度与立场等。 这一研究导向使得美国政治传播研究一开始就奠定了服务政治

宣传、竞选活动和政党形象包装的基调。 最为著名的例子便是 1940 年社会学家保罗·F·拉扎斯菲

尔德、伯纳德·贝雷尔森和黑兹尔·高迪特在俄亥俄州伊利县就选民参与总统选举的行为进行的调

查研究,由于该项调查在伊利县进行,所以又称“伊利调查” 。 这项耗时 7 个月的调查研究,由于后期

对数据的分析处理烦琐复杂,四年后才以《人民的选择》一书作为研究成果出版。 “伊利调查”作为

一项调查研究的典范,围绕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竞选宣传展开研究,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采用固定样本

方法,由 12—15 名伊利当地女性访员完成面对面访谈,并确保每四户家中有一名访员访问,以此选

中 3000 个被调查对象。 同时,研究人员通过分层抽样,从测验组选中 4 个 600 人样本组进行重复观

察[2] 。 此项研究全面跟踪受访者媒介接触情况和人际交往等因素,重复接触受访者获得他们的政治

倾向、选举基本态度等资料,进而分析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机制[2] 。 研究人员结合共和党人和民主党

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意识形态差异,判断什么样的选民对大选更感兴趣、谁不参与大选,以及

意见领袖、宣传唤起注意、选民被告知什么、个人交往和亲密消息来源对投票行为的影响。 研究结果

显示,在整个大选期间,竞选宣传强化了原有的观点态度,使选民投票态度更加明确或做出细微调

整,只有在少数情况下,竞选宣传才会使受访者的投票态度发生转变。 “伊利调查”有力证明了大众

传播并没有能力直接左右选民的投票意向,单一的竞选宣传也不能直接改变选民的投票态度。 “伊

利调查”修正了大众传播早期流行的“魔弹论”理论,对提出“有限效果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方法论的层面上来看,其所使用的抽样调查、统计分析等社会调查方法,奠定了大众传播效果研究

的经典研究范式。
以《人民的选择》一书为开端,此后以选举政治作为重要研究内容的政治传播研究,强调运用调

查研究方法对竞选过程和政治宣传效果的研究,主要通过社会阶层分析,分析家庭政治结构、正式社

团的政治关联,把政治社会学研究与政治传播研究有机结合在一起。 与此同时,他们在调查中把视

角转向对实际的、可观察的投票行为研究,提出诸如“政治既有倾向”假说、“选择性接触”机制、“意

见领袖”和“两级传播”等概念,把政治社会学、政治文化、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融入政治传播研究,这
对后续的传播效果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在一个典型的调查研究中,研究者首先通过科学的随机抽样选择调查对象作为样本,然后利用

标准化的问卷进行调查,最后对调查所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科学的随机抽样可以保证调查研究

中推论的信度和效度。 对研究议题中的核心概念和变量进行操作化是调查研究的关键步骤,研究设

计需要形成包含封闭式或开放式问题的结构化问卷来测量人们的态度、价值、倾向和行为。 为了获

得准确、可靠的信息,研究者应当在调查问卷中设计合适的问题形式、采用明确的问题表述,避免歧

义的问题、模棱两可的问题和有倾向性的问题,此外也需要注意 “ 问题顺序效应 ( question
 

order
 

effect) ”等问题[3-4] 。 当前,根据实施调查的不同方式,调查研究可以分为自填式问卷法、面访调查

法、电话调查法和新兴的网络调查法四种主要技术。
对变量进行操作化与测量是调查研究的关键步骤,但这也给政治传播研究人员带来了诸多挑

战,因为这需要研究人员熟悉关于测量过程的心理学,特别需要对回答态度问题的过程以及无处不

在的“虚假态度”保持警觉。 在关于态度的早期文献中,奥尔波特( Allport)认为态度是一种心理或神

经状态,这就表明态度是一种认知结构[5] 。 伊格利( Eagly)和切肯( Chaiken)认为态度是一种“心理

倾向” ,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成分[6] 。 科拉诺( Crano)和帕利斯( Prislin)把态度确定为整合上述成

分的评价性判断,是基于一个人的一般信念、价值观发展而来[7] 。 这种对态度的定义使得态度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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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相对综合的特征体( syndrome) ,内部可能存在着一致性,也有可能存在不一致性。 基于对调

查数据的分析,以往的研究,要么强调普通公众存在内在一致的稳定态度,要么强调公众的态度具有

很大的易变性、缺乏内在一致的稳定结构。 同时,由于“虚假态度”的普遍存在,比舍普( Bishop)早在

2005 年就已经阐述了依靠调查研究来获得公众态度的不可行性[8] 。 奥尔德里克( Oldendick) 等把

“虚假态度”定义为公众对一个问题看似真实但实际上毫无依据的即兴反应,进而将公众舆论描述为

“虚幻的” ,认为“虚假态度”在调查研究中非常普遍[9] 。
事实上,政治传播中对投票行为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态度测量。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

至 50 年代中期,研究者主要研究竞选活动对投票行为的影响;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至 60 年代中期,
研究者主要研究竞选活动与那些有显著党派特征的选民的关系;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研究者

开始研究信息如何通过竞选活动进行传播、扩散,新闻媒体在议题设置中扮演的角色和人们的政治

态度形成的过程[10] 。 投票倾向和行为、政治知识和媒体使用是这类调查中经常出现的几个变量。
其中,投票倾向是一个人对具体政治候选人的态度与评价,具体的投票行为则是投票倾向的自然延

伸;随着信息处理成为探索政治媒体效应的主导范式,政治知识也成为一个关键性的研究变量。 目

前,对政治知识测量的代表型成果就是帕特森( Patterson)和麦克卢尔( McClure)所提出的“政治信息

意识”量表[11] 。 查菲( Chaffee)和施洛伊德( Schleuder)提出,关于媒体效应的研究应当设计一种将曝

光和注意力结合到媒体内容上的混合测量工具[12] 。 多项研究表明,将关注政治内容纳入媒体使用

的测量标准,可以大大提高对选举结果的预测能力。
进入 21 世纪以来,调查研究中传统的面访调查、电话调查和邮寄调查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特

别是面访调查在城市实施中面临着入户困难、被调查者抗拒等因素影响而难以执行下去。 随着互联

网技术日臻成熟,互联网调查以其更为便捷、更易触及受众的特点,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重视。
当前,互联网调查主要分为将互联网作为技术手段进行的调查和测量互联网使用情况的调查[13] 。
其中,以互联网作为技术手段进行的调查,原则上和政治传播研究的传统调查研究方法并无本质上

的差别,所不同的只是将调查范围从现实社会中接触到的样本移植到互联网上,本身也是传统调查

手段之外的又一种补充①。 同时,在政治传播调查研究中,研究者也会测量网络使用情况本身,或者

研究互联网络受众本身,研究主题主要包括:测量政治信息的互联网传播路径以及网站使用者的数

量、结构等。
笔者认为,尽管通过调查研究来测量选民的政治态度、认知与行为存在诸多挑战,但这一研究方

法与技术对于促进我们理解政治传播影响过程至关重要。 需要反思的是,如何进一步提高问卷设计

的质量、更好地改进问卷调查过程本身的质量,特别是对测量的效度和信度、问题措辞、抽样设计等

问题进行深入的反思。 尤其需要值得指出的是,调查研究及其背后的理论导向是基于西方社会而提

出的,我们在移植这样的技术进入中国的社会场景之中,需要保持一种方法论上的清醒,需要对情境

与研究场域的巨大差异保持高度警觉。

二、基于二手数据的整合分析

二手数据指那些已经由其他研究人员或调查机构基于特定目的完成收集和分析的研究资料,其
获得既快速又不需要支付高昂的调查费用,比起收集原始数据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要低很多。 海

曼定义二手资料分析是“对除了原始调查焦点主题之外的知识提取” [14] 。 这也就是说,二手数据分

析并不侧重进行调研主题的描述性分析,主要聚焦提取与之相关的解释性知识。 我国也有学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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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数据是“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处理同一种资料,看能否得出同样的结论,或是引申出更深入的结

论” [13] 。
在西方发达国家,计算机辅助的数据库检索服务十分普及和便利。 社会科学调查研究机构非常

重视调查数据的公开发布,一些网站还会同步提供在线数据查询与分析,方便同行利用互联网更便

捷地获得所需研究资料,这有效促进了一手调查数据的二次开发和利用。 这些公开数据资料内容涵

盖经济发展、社会变迁、政治参与、劳动就业、教育状况、基层治理等众多研究议题。 目前,面向全球

用户开放社会科学数据共享的机构和组织有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院(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ISR) ①、政 治 与 社 会 研 究 校 际 联 盟 ( 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ICPSR) ②、芝加哥大学民意调研中心( 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NORC) ③、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 ④等,它们的数据来源包括研究者存放的数据、机构授权的数据等。 当然,也有一些

研究者为了保护研究对象隐私,对部分数据信息访问权限进行了一定限制。 与此同时,我国也有部

分数据库资料可供公开检索,例如国家统计局、国家生态环境部、北京市统计局、国家信息中心等政

府统计信息部门,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上海社

科院社会调查中心等科研机构也都在提供这方面的数据公开服务。
一般来说,使用二手数据分析一般有两种进入路径:一是把同一资料应用于不同问题的分析和

研究,这些新的分析和研究应该是与原问题不同但又具有相关性的新问题;二是运用新的方法和技

术去分析别人的原始数据,主要是对前人相关研究结果进行还原性检验。 事实上,国外政治传播学

者会经常使用这种二手数据进行政治传播分析,特别是研究公共舆论、政治选举等政治传播焦点问

题。 库西斯( Kiousis)和麦库姆斯( McCombs)使用美国国家选举研究(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
ies)的数据来评估公众态度的强度,并把这一变量作为新闻媒体与主要政治人物之间关系的潜在中

介变量[15] 。 霍尔伯特( Holbert)使用美国国家选举研究的数据来研究新闻是如何影响公众对政府规

模的看法,以及政府的预算应该如何在社会福利的不同领域进行分配[16] 。 达尔林普( Dalrymple)和

薛佛勒( Scheufele)使用美国国家选举研究的数据来比较传统新闻与新媒体新闻的不同影响,发现两

者对公民政治知识结构产生了不同的影响[17] 。 这些研究都是对原有数据进行新的加工,用来回答

一些新的、以前研究没有回答过的新问题,从这一角度来讲,对二手数据的新挖掘完全服务于新问题

的分析与研究。
但是二手数据分析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 首先,这些二手数据是别人收集的,数据收集质量的

高低显然会影响研究质量;其次,因为数据是别人收集的,数据库里面的变量可能不能满足二手数据

分析的全部需求;第三,如果涉及使用多个数据库进行整合分析时,各个数据库之间的等值性与分析

的效度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问题。 特别是那些对数据采集缺乏一定熟悉程度的研究人员,可能会陷入

困境,他们需要理解原始数据采集人员是如何构建变量的,以及是否该把缺失数据理解为系统性缺

失还是随机缺失,这些都给那些缺乏数据采集经验的研究人员构成了挑战。 通常从技术层面上讲,
对数据收集所使用的抽样方法、样本的性质与规模、回收率和回答质量、问卷设计和执行、现场调查

实施的程序、数据录入与抽样误差的计算,这些都是考察数据质量的标准。 当然,很多二手数据可能

还存在不少难以发现的问题,要对这些问题进行完全识别非常不容易,最好的方法是再找一个可以

用来比较的数据库,考察其对关键变量的定义与测量、测量的单位与分类,以及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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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NORC 总部位于芝加哥大学,是一家非营利性社团法人组织,但是采用商业公司模式运营管理,社会调查涵盖社会、经济、政
治、教育、医疗等方面,于 1972 年创立的 GSS 项目是其标志性调查项目。

Pew
 

Research
 

Center 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主要致力于全球民调、民众与媒介、网络与美国生活、宗教信仰与公共生活等项
目调查研究。



等,进而才能有效判断二手数据的质量。 从理论上来说,使用不同方法获得的两个数据库,最后得到

的分析结果应该大致保持一致。 尽管一般情况下两组数据会有些差别,这就需要找出各自可能的调

查误差以消除两者之间的不一致,最后才能决定哪一组数据更为可靠。
笔者认为,对于二手数据分析而言,对数据分析的创新性思考要远远重于选择数据库本身,尽管

选择一个具有效度和信度的数据库也很重要。 如何基于既有的二手数据创建新的变量,以及如何在

数据分析手段上进行创新,这些才是二手数据分析的关键步骤,这对使用二手数据进行研究的政治

传播学者来说至关重要。 在数据分析方面,潜在复合建模的使用经常能够产生一些非常有价值的发

现。 当然,二手数据分析的前提还在于研究者本身对于数据采集过程非常了解与熟悉,知悉数据采

集与编码的过程,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才有可能产生新的创新性思路去整合不同的二手数据。

三、实验研究

实验设计的科学优势众所周知。 作为明确和建立因果关系的重要途径,诉诸实验的微妙优势直

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实验使研究人员能够把政治信息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并将其可能产生的

影响隔离开来进行相对精确地计算。 实验是实验研究者根据一定的目的,人为设置一个特定的、非
自然状态下的环境对某个变量(也就是所谓的实验刺激)进行刻意控制或操纵,从而利用科学的、系
统的方法对实验结果进行观察或测量。 经典的实验设计能回答一个变量(实验刺激)是否或在多大

程度上影响另外一个变量(因变量)的问题。
经典实验设计多采用最简单的两组比较,一般从某个总体中(由实验者根据研究目的进行界定)

随机抽出两个可以配对的小组,对其中的一个小组实施实验刺激(在政治传播研究中,它可以是一篇

新闻报道、一部纪录片、一条政治广告等) ,并以此划分为实验组①和控制组②进行科学测量与比较。
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耶鲁大学实验心理学家卡尔·霍夫兰德、卢姆斯代恩和谢菲尔德主持了

一项由美国军方资助的有关说服力的研究项目,试图测量弗兰克·卡普拉系列宣传电影《我们为何

而战》影响士兵态度的程度,包括对盟军的态度以及参军动机的研究。 该项实验以连队为单位进行

抽样,抽样单位在几个关键人口统计变量上进行匹配,实验设计为两个阵营,一个阵营接受实验刺

激、暴露在电影中,另外一个阵营则不接受刺激,重点是对传播者的可信度、恐惧诉求、说服性观点的

组织、成员身份、个性和说服敏感度、通过积极参与获得信念、意见改变等相关主题进行测试,提出了

一些有关态度转变的原创性理论[18] 。 这些经典的实验进而影响了众多的后续研究者,一些后续研

究人员试图使用同样的实验研究方法来建立关于态度转变的新模型,先后提出了平衡模式、一致模

式、非协调模式和差异模式等诸多模式[10] 。 当然,霍夫兰作为传播心理学方面的奠基人,倡导用实

验研究的方法,借用精神分析和群体心理学的分析路径,来挖掘大众传播对态度转变的影响。 这一

研究方法与路径对后续的政治传播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我们也需要反思实验研究可能存

在的风险与不足:
第一,人本身才是政治传播中的最大变量,会自我选择接受何种政治信息以及对此进行相应的

解释。 在真实世界里,无论是经由传播主体精心筛选把关的政治信息,还是出于个人兴趣爱好经由

感官获得刺激,普通公众对于政治信息的理解、接受或解释信息的过程,都包含了选择性理解、信任

以及对政治共同体的期待、社会文化想象乃至自身情绪等诸多因素。 在实验设计之中,研究人员人

为地将实验组暴露在实验刺激之下,尽管瞬时可能会对实验主体产生影响,但是在真实世界里,实验

主体对于接受暴露在何种信息之下也是有自己的选择与考虑。 美国传播学家罗杰斯在谈到霍夫兰

德的说服实验时也指出:“它是有意图的传播,是由某种信源所做出的单向尝试,以便在接受者方面

造成效果。”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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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政治传播实验研究中,主要由研究人员人为进行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区分,再对两组进行

观察和测量,精确测试政治信息影响公众的程度。 从这点上来看,通过高度控制的实验研究,实验组

和对照组之间观察到的任何差异都可归因于被操纵的实验刺激。 但是,这种观察到的差异有可能只

是瞬时的差异,持续时间与效应可能都非常短暂,因为也有学者质疑实验研究所测量的差异是否构

成一种真实的差异。 比如安斯拉博尔( Ansolabehere)对政治信息记忆力的实验研究发现,超过 50%
接触政治竞选广告的参与者在 30 分钟之后就无法回想起具体信息的内容[20] 。

第三,实验研究还存在普遍性有限的问题,尤其是实验环境的高度控制性、参与群体的代表性都

备受研究者关注。 由于实验研究需要严格控制实验刺激,这就使得典型的实验室环境通常与受试者

日常接触的信息环境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因此,我们对实验室的实验物理环境需要保持高度警惕。
当然,现在研究人员开始大量增加所谓的野外实验,目的就是尽最大可能使实验设计与环境接近受

试者的日常生活。
参与群体的代表性是另一个让实验人员头疼的问题,如何抽取高质量的代表性样本参与实验构

成了传统实验研究的最大挑战。 自互联网兴起以来,一些学者开始把目光转向了“在线实验” ,利用

互联网作为实验“站点”提供了优于传统实验的若干优势,包括互联网不断普及可以使得在线样本变

得更加多样化、能够在没有地理限制的情况下覆盖不同人群。 斯坦福大学政治传播学教授艾英戈认

为,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传统实验的弱点,原因在于在线管理的实验一方面

可以与传统实验一样真实,另一方面通过在线实验可以实现更大“范围”的抽取样本,可以通过将标

准概率抽样技术应用于在线实验参与者的招募,这就可以克服先前在传统实验中存在的样本代表性

低问题,这也代表了当下政治传播实验研究的新发展方向[21] 。 但是,我们也需要意识到,尽管互联

网推动了实验研究的进行,但也有证据表明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在线研究中主要类别人口仍然存

在不足的问题,也就是样本代表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22] 。
反思实验研究的方法,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实验研究比较有利于精确的因果推理,能够在自变

量与因变量之间明确地建立因果关系,同时实验研究具有高度的可重复性,有着比较高的研究信度。
但是,另一方面传统实验研究如何更精确地“定位”招募程序,以增强实验参与者的多样性与代表性,
这需要研究者深入思考。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方向,传统实验方法可以有效地使

用在线策略进行招募,其优势在于可以比传统实验更为广泛和多样化的参与实现。

四、内容分析

传统上,内容分析被用于描述政治信息的不同特征。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内容分析的价值

在于提供了实验研究和调查研究之外的选择,内容分析可以有效克服实验研究和调查研究存在的不

足与问题,构成了对这两种研究方法的有效补充。
内容分析作为对政治信息或文献的重要分析手段,也是一种蕴含着浓重量化色彩的研究方法,

其强调进行科学、系统的定量描述分析来解读政治信息的特征,进而讨论政治信息传播的影响。 研

究人员通过对传播内容和传播过程的内容分析,一方面可以实现对传播内容进行描述性解读,另一

方面也可以推论内容对传播过程所施加的影响。 在大众传播研究中,内容分析主要应用于描述内容

的倾向性或特征,从信息内容推测信息传播者态度、研究传播内容的真实性,从媒介内容推论传播效

果、建立媒介效果研究的起点等方面[13] 。 具体到政治传播研究而言,内容分析既强调对政治信息内

容形式的研究,更强调分析政治传播过程和评估传播效果等基本问题,这就需要把政治信息的内容

与政治传播环境的其他构成要素相互联系起来。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拉斯韦尔所著《世界大战中的宣

传技巧》 ,通过分析一战中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等参战国采用的宣传技巧,结合战时的报纸、手册、
传单、电影、海报、图片等,并对部分学者和政府官员进行访问,进而从宣传组织、宣传符号、宣传过

程、宣传作用四个层面对战争宣传进行具体分析,其对恶魔崇拜、胜利幻想、维系友谊、瓦解敌方斗志

等战争宣传技巧的讨论,为后续政治传播研究奠定了基本的研究范式。 拉斯韦尔建立在内容分析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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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之上的世界大战宣传研究,对于政治传播研究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此,首创了一种通过定性与定

量相结合的测量传播信息的方法论[23] 。
从内容分析的角度来观察政治传播,是一种基于研究者掌握的既有客观材料,对政治现象或政

治行为进行的实证考察。 其在技术层面价值相对中立,避免了研究者主观臆断造成的伦理或道德的

偏向,这也和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经验学派的研究立场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 有学者认为,研
究人员使用内容分析法的优势在于,不需要和调查研究一样深度访谈研究对象,省略了使用量表打

分和调查问卷的方式;也不需要像实验研究在高度控制的环境之下观察人的行为,只需根据研究需

要选定某段时间和某些地区的传播产品即可[24] 。 此外,内容分析还具有无反应性的特征,资料收集

的过程可能会受研究者主观偏见的影响,但收集方法本身不会导致客观材料发生变化,对研究对象

不会造成影响或干扰;而实验研究和调查研究都具有较强的反应性特征,都会对研究对象造成一定

程度的影响。 而且内容分析适合于进行时间维度的纵贯分析,可以在一个较长的时间维度内收集资

料,从而能够建立起时间维度上的因果关联。
当然,随着媒介技术日益发展,政治传播的手段和形态也变得越来越丰富,传统的政治宣传和政

治沟通策略更多转向诉诸情感的政治认同与宣传说服。 政治信息被制作成多种形式,常见的有新

闻、政治广告、政治演说、政治辩论、法律政策、司法判决以及传递政治信息的其他非政治性文本[10] 。
这也意味着对政治传播内容的分析将变得更加复杂,如果研究中需要对总量庞大且复杂的材料进行

分析,研究者还需要采取科学的方法进行抽样设计。 特别要注意对相关信息内容进行分类与编码,
并根据一定规则或方式加以区分;内容分析的基本做法是对选定材料中的信息进行编码,即根据事

先设定的理论框架,对政治信息无论是口头的、文字的、画面的或是其他形式进行分类记录。 在编码

结束之后,研究人员可能还会使用一些统计分析手段,比如因子提取、相关性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
从更广阔的维度理解内容分析对政治传播研究的影响,它更多体现在可以相对准确识别媒体传

播政治信息和报道政治新闻中的“框架” ( frame) 。 戈夫曼( Goffman)认为,框架是人们用来阐释外在

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归纳、解构与阐释都依赖一定的框架,框架使得人们

能够定位、感知、理解、归纳众多具体信息[25] 。 这也就是说,我们对框架的认识通常来自以往的生活

经验,并根据既有认知来建构对新事物的认识。 政治传播中的框架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它在更

深层次会影响受众的态度和行为[26] 。
传统的内容分析方法可以有效识别政治传播中的新闻框架,我们一般把报纸、杂志、网站或广播

电视等大众媒体刊载的信息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基于某个特定政治传播主题的理论假设,选择某一

个时间段的媒体报道和文章内容,从而有针对性地对其框架进行分析。 恩特曼( Entman)认为新闻框

架容易淹没在无差别的文本之中,报道规模的控制和具体信息的呈现对理解新闻框架具有至关重要

的意义,只有系统化地比较不同叙事方式,我们才能完整揭示新闻报道框架[27] 。 甘姆森( Gamson)则

指出,新闻框架包含了“界限” ①和“架构” ②两层含义[28] ,并以此来建构新闻文本的完整意义。 因此,
通过运用语言学、符号学等理论工具,分析政治传播内容的符号体系(设置关键词、提取标题、文本内

容、抓取特定图像等) ,可以进一步揭示新闻生产的框架、新闻文本的框架以及相关框架的影响和

效果。
当然,所有政治传播的框架只有通过与受众互动才能发挥效果。 有学者认为,框架理论在于意

义的建构,涉及影响意义建构的各种关系,因此特别需要研究框架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29] 。 实际

上,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把框架理解为媒介议程设置的延伸,因此对于框架的研究就需要对媒介

强调的议题与公众对此议题重要性的认知这样两个层面进行研究,以及研究媒介强调的议题属性

(或思考角度)是如何影响受众的选择。 事实上,在政治传播的文本分析中,把议程设置研究引入框

架研究中,不仅可以强化议程设置效果,也有助于优化传播框架。 丹尼斯·冲( Dennis
 

Chong)和德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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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曼( Druckman)认为要准确识别政治传播框架,首先要选择特定的政治议题、政治人物或政治事

件[30] ,并尝试为这些特定问题、政治角色或事件建立关联框架。 其次,了解政治传播框架如何影响

公众舆论,需要理解不同的框架可能构成不同的态度基础,从而选择孤立某种特定的态度。 第三,围
绕既定的研究目标搜集所要分析的样本,一般通过检索大众媒体公开数据库获得内容分析来源,并
根据编码方案进行归纳性识别。 第四,根据内容分析识别的初始框架,从更深层次分析媒介内容、新
闻生产、媒介效果[31] 。 基于上述研究路径和基本范式,大量关于政治传播框架分析都使用类似方法

展开,其中包括了肯定行动的分析[32] 、对战争的支持[33] 等经典框架分析,这些相关研究贡献了媒体

偏见[34] 、公众理解[35] 和意见形成[36] 等诸多有价值的理论发现。 同时,潘忠党也认为框架确认有片

段式框架、侧重架构法、价值观框架、隐喻架构思路四种路径,研究者可以把文本分析、架构效应与社

会实践相结合,从社会实践行动者层面分析建构、传播、接受的行为。 特别是通过文本分析理解话语

构建者说了什么,对谁说,在什么场合说,从而理解政治传播的框架效应[37] 。
当下,新技术的迭代发展改变了内容分析的操作方法。 传统内容分析需要经过选择主题、确定

研究范围、决定总体与抽取样本、定义要分析的概念或变量、建立分析内容类别、制作编码表、训练编

码员进行试验性编码、收集资料、测试编码者之间的信度、录入计算机进行统计分析等诸多步骤才能

得出结论进行解释[13] 。 过去,这种内容分析方法非常烦琐而且非常费时,这一定程度阻碍了大多数

研究人员的高质量研究。 但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数据库、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已经大大

提高了内容分析的便利性,使研究效率显著提高。 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计算科学技术

的发展,文本挖掘、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正使得文本自动化处理变成可能。 现在,内容分析研究人员

可以通过对报刊、广播、电视在互联网刊载的文字、图片、声音和影像等政治信息进行定向抓取,运用

分词和词性标注、信息抽取、文本分类和聚类、语义分析、主题分析等方法,即可实现对文本和情感态

度的可视化分析。 目前,运用监督学习法( supervised
 

learning
 

methods) ,让机器根据人工编码模式来

进行自动编码,最后将机器编码与人工编码相比较检验其效度与信度,并根据词频统计等方法制作

出词云、语义网络,就可以实现内容分析的可视化展示,从而直观观察分析内容的结构与特征[38] 。
尽管内容分析以客观、中立的操作方法,提供了一种相对科学描述政治信息传播的研究视角,但

是理解当下中国的政治传播,也不能忽视传统政治文化对现实语境的影响和政治系统输出话语所包

含的意识形态属性。 在中国当前政治统摄传播的逻辑之下,政治信息流动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倾向是

理所当然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 这就需

要政治传播研究者既掌握扎实的内容分析技术规范,也要具备对政治传播现象进行政治分析与反思

的能力,把握意识形态的立场,并对传播中的政治框架进行理解与诠释。

五、结论

本文在政治传播研究日益蓬勃发展的学术背景下讨论政治传播研究中涉及的方法论问题,包括

宏观层面的四种研究方式(调查研究、实验研究、基于二手数据的整合分析、内容分析) ,以及微观层

次的具体研究技术与操作方法。 各种研究方法风格迥异,各有优势,同时也存在不足,面临种种质

疑。 采用何种研究方法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适宜于研究者所面对的理论问题、研究对象和经验

材料。 研究方式的最新发展趋势越来越表现出社会科学研究基本逻辑上的统一,即通过科学规范的

研究设计和程序获得有效的描述和解释推论。
本文呼吁一种多元性的、包容性而非排斥性的政治传播研究之兴起,主张打破政治传播研究内

部的方法论壁垒,不同的研究路径与方法加强对话与合作,更加有力地推动政治传播研究前行。 对

于研究者个体而言,需要掌握或了解不同的研究方法,并至少熟练运用其中的一种研究方法,注重科

学的研究设计,对政治传播展开科学的、系统的研究。 正如笔者在文中建议的那样,政治传播研究还

需要更多的理论创新和更为综合的数据收集方法。 同样重要的是,在政治学、传播学和其他学科领

域,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需要更多的跨学科交流和交叉融合发展,正是在这种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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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融合发展之下,才能为政治传播的理论与方法创新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因此,在当下中国进行政治传播研究,一方面需要坚持研究方法的混合与理论分析的跨学科共

融,同时也要保持对于理论创新的敏锐性,做好实证研究与理论创新的平衡,从而建构一种具有本土

特色、中国价值关怀的方法论,可以更为准确地描述和理解政治传播现象和本质。 尤其需要注意的

是,中国的国情与场景有着自身的独特性,这就需要谨慎对待研究方法使用中的跨文化场景差异,扎
根中国大地,讲好中国政治传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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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hinking
 

the
 

Research
 

Method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Theory-Oriented

 

Empiric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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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Law)

Abstract:As
 

a
 

dynamic
 

research
 

field
 

which
 

merges
 

together
 

political
 

science
 

and
 

communication
 

sci-
ence,political

 

communication
 

has
 

developed
 

significantly
 

in
 

China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However,reflec-
ting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there
 

still
 

exists
 

the
 

dilemma
 

of
 

insufficient
 

research
 

supply
 

caused
 

by
 

the
 

scarcity
 

of
 

methods. This
 

paper
 

sorts
 

out
 

four
 

different
 

research
 

methods:pub-
lic

 

opinion
 

research,experimental
 

research,integrated
 

analysis
 

based
 

on
 

second-hand
 

data,content
 

analysis
 

and
 

specific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methods
 

at
 

the
 

micro
 

level,and
 

then
 

advocates
 

an
 

empirical
 

research
 

paradigm
 

which
 

is
 

diversified,based
 

on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oriented. At
 

the
 

same
 

time,the
 

empirical
 

study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must
 

maintain
 

its
 

sensitivity
 

to
 

the
 

pursuit
 

of
 

theo-
retic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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